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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战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在索马里迅速发展，成为该国乃至非洲

之角面临的最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 从根源上来看，索马里伊斯兰

极端组织是体系层面、地区层面与国家层面结构性因素互动的综合产物。
索马里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理念相互共享、成员相互

渗透和行动策略相互模仿等特点，境外极端分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频繁发动暴力恐袭，不仅对索马里的民族国家

构建造成挑战，而且极大地冲击了非洲之角的国际关系格局。 面对索马里

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泛滥，国际社会和地区力量均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但目前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对意

识形态的多重“包装”和其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各方力量在打击索马

里伊斯兰极端组织过程中的相互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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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非洲之角迅速发展，使非洲之角成为伊斯兰极

端组织新的“庇护所”和“策源地”，其中深陷内战的索马里自然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

聚集的渊薮。 “伊斯兰联盟”（Ａｌ⁃Ｉｔｉｈａａｄ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ａ）、“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和“伊
斯兰党”（Ｈｉｚｂｕｌ Ｉｓｌａｍ）等伊斯兰极端组织相继在索马里兴起，并以宗教的名义进行

暴力恐怖活动，极大地冲击了非洲之角的国际关系格局。
２０１２ 年前后，在国际社会和地区力量的综合治理下，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

力量有所衰落。 但随着“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在中东地区的崛起及其对非洲的

渗透，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频繁发动恐怖袭击，其威胁不可小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青年党”武装分子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Ｍｏｇａｄｉｓｈｕ）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

引爆了两枚卡车炸弹，共造成至少 ３５８ 人死亡，另有 ２００ 多人受伤，该事件成为索马

里乃至全球近年来最为惨烈的恐怖袭击之一。①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强势反弹

给索马里乃至东非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了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索马里伊斯兰极端

组织产生的根源及历史嬗变进行考察。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伊斯兰因素在索马里国家重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已有初

步的研究，主要从政治伊斯兰②和伊斯兰激进主义③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述。 此外，也
有学者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角度进行了个案分析④，但对内战爆发后索马里伊斯兰

极端组织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各组织之间的理念联系、人员往来和战术共享等问题

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对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历史转型及其组织网络进行

梳理，探讨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兴起的根源及其对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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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久治未除的根本原因。

一、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兴起的根源

根据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析理论，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产生的根源可归因

于体系层面、地区层面与国家层面结构性因素的互动。 具体而言，索马里伊斯兰极

端组织的出现既是国际政治权力变迁的结果，也是地区国际关系互动的产物，更与

索马里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无政府状态的持续密切相关。
（一） 国际格局演变是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兴起的主要原因

第一，冷战格局的终结导致索马里陷入意识形态真空，这为久受压制的伊斯兰

主义的发展打开了闸门。 在冷战体制的影响下，索马里在西方国家发展理念和苏联

东欧国家发展模式之间左右摇摆，此举掩盖了索马里国内的部族冲突和宗教矛盾，
尤其作为索马里人识别“自我”与“他者”重要标准的伊斯兰教被严格限制。① 冷战

的结束导致西方对索马里的援助骤降，这直接动摇了巴雷政权的统治根基，最终导

致以部族分歧为基础的斗争蔓延全国。② 此时，伊斯兰复兴浪潮开始席卷整个东非

地区。 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借助慈善基金推行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朗以苏丹为支点积

极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穆斯林兄弟会也乘隙而入助推伊斯兰复兴运动。③ 伊斯兰

复兴思潮的涌入激发了深陷认同危机的索马里穆斯林“回归伊斯兰正统”的热情，但
这些思潮里也同时裹挟着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思想。 受国际格局变动和极端主义

思想渗入的影响，索马里的萨拉菲主义逐渐出现异化的趋势，这一过程加速培育了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萌生的土壤。
第二，美国依仗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推行经济、文化和军事霸权，这成为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滋长的“酵母”。 就经济霸权而言，美国及西方主导的经济全

球化进程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很少顾及发展中国家，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更难在全球

化中获益。 发展鸿沟与分配不公激起了索马里穆斯林的不满，处于弱势地位的穆斯

林群体极易在极端分子的利诱下走上暴力反西方的道路。 就文化霸权而言，以美国

为主的西方文化、科学和技术在索马里境内的广泛传播，不断消解索马里的社会体

制并弱化其传统身份认同。④ 由此引发的民众的“不安全感”，促使索马里穆斯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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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从极端主义思想中寻求突破，以捍卫传统身份和文化的“纯正性”。 就军事霸权而

言，１９９３ 年美国通过“恢复希望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Ｈｏｐｅ）介入索马里内战，但
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帮助索马里走上和平重建的正轨，反而使索马里的安全局

势进一步恶化。① 于是索马里的极端主义者便把美国的军事行动视为索马里落后与

动荡的根源，并以此作为组织动员的重要手段。 “青年党”就曾以美国在 １９９３ 年对

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中杀害数千名索马里人为由，动员民众加入反西方的“圣战”。②

（二） 地区动荡不断是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兴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地区权力结构失衡致使索马里民族主义反弹，成为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

织泛滥的重要诱因。 由于复杂的历史、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非洲之角国家争端和

部族冲突时有发生。 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之角的民族矛盾、种族仇视、领土争端和

宗教冲突等暗流集中涌现，导致地区权力体系逐渐失衡。 在索马里陷入内战后，埃
塞俄比亚的地区霸权思想迅速膨胀，其不仅派军队干预索马里内政，而且无视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有关对索马里实施全面武器禁运的决议，为多个索马里

武装派别提供军事支持。③ 埃塞俄比亚的干预举动激起了索马里民族主义情绪的再

度反弹。 在此过程中，反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情绪与极端主义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找

到了契合点，两者的融合为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民

众基础。
第二，地区国家边界管控的普遍薄弱和缺失为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产生创

造了条件。 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任意分割的产物，非洲之角的跨界民族问题和边界冲

突的普遍存在使得边界对于各国而言形同虚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基地”组织在

苏丹建立训练营地后，多次派遣其领导成员越境前往索马里进行宣传和动员。④

１９９３ 年初，第一批“基地”组织成员从巴基斯坦离开，途经肯尼亚抵达索马里，这些成

员在索马里建立了三个训练营，为反美的索马里武装力量提供培训。⑤ 由此可见，地
区国家边境管理失控为国际极端势力向索马里渗透提供了便利。 在此过程中，“基
地”组织与索马里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建立了联系，“基地”组织不仅为后者提供了

人员培训和资金支持，而且从发展模式和思想理念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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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ｄａｍ Ｂ． Ｌｏｗｔｈ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０３－１２４．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Ｓｈａｂａａｂ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Ｋ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ｓｕｅ ８， ２０１１， ｐ． ２７．

Ａｆｙａｒｅ Ａｂｄｉ Ｅｌｍｉ ａｎｄ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Ｂａｒｉｓｅ， “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８－３９．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ｉｄｉｎｏ，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 Ｐａｎｔｕｃｃｉ ａｎｄ Ｅｖａｎ Ｋｏｈｌｍａｎ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
Ｓｈａｂａａ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 ２１８．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ｉｎｎ， “Ａｌ Ｓｈａｂａａｂ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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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家治理缺失是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滋生的现实土壤

第一，国家权力真空的出现为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繁衍提供了空间。 内战

的爆发使索马里陷入分裂，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致使民众开始寻求宗教认同，
甚至借助伊斯兰主义力量寻求生存保障。 此时，长期受巴雷政权压迫的伊斯兰主义

力量不断鼓动民众建立“伊斯兰国家”以取代世俗政权，一时间各式各样的伊斯兰复

兴思潮在索马里兴起，主要包括政治伊斯兰主义、宣教伊斯兰主义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和激进伊斯兰主义。① 但是，索马里内战中的权力斗争主要是以部族力量

和军阀势力为基础，伊斯兰主义势力在与它们斗争的过程中日渐式微，其局限性也

随之凸显。② 为了确保组织的存续，一些领导人选择依靠境外极端势力支持，运用恐

怖活动作为斗争武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蜕变成为旨在通过暴力活动重建“伊斯兰

国家”的极端组织。③ 可以说，内战后索马里权力斗争的暴力化促使伊斯兰激进组织

向极端组织蜕变，而索马里政治结构的碎片化使得伊斯兰极端组织能够轻易利用真

空地带进行组织扩张。
第二，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在索马里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６ 年，索马里的通货膨胀率增长了 １７ 倍，而民众工资仅提高了 ３．７
倍。④ 此时，索马里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困境。 内战爆发后，索马里的社会经济状况进

一步恶化，尤其在索马里南部地区，以部族为基础的民兵组织为争夺具有经济价值

和战略价值的社区、城镇和海港展开激烈的斗争。⑤ 军阀混战使索马里的基础设施

遭到破坏，社会分裂不断加剧，民众生活日益惨淡。 据国际红十字会估计，高达 ９５％
的索马里人营养不良，其中多达 ７０％的人严重营养不良。⑥ 在此背景下，超过 ９０ 万

索马里难民在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２ 年间逃至邻近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和也门，
并有 １５ 万人选择在沙特阿拉伯申请避难。⑦ 而众多留在索马里的青年，在生活的重

压下，从谋生的角度出发选择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⑧ 可见，索马里社会经济状况的

持续恶化削弱了民众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抵御能力，而且使底层贫困民众成为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拥趸，它们的存在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人员招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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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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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ｉｕｓ Ａｍｔａｉｋａ ａｎｄ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ｈｍｅｄ， “ Ｉｓ ｔｈｅ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Ｖｉｃｔｉｍ ｏｒ 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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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５ 期，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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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及演变

在体系层面、地区层面与国家层面结构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索马里伊斯兰极

端组织逐渐发展壮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基地”组织将索马里纳入“全球圣战”
的谱系后，以“伊斯兰联盟”、“青年党”和“伊斯兰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先后

在索马里兴起，并形成了彼此相互渗透、理念相互共享和袭击手段相互学习的特点

（见图 １）。

图 １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演变示意图（作者自制）

（一）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产生

１９８４ 年，“伊斯兰联盟”由伊斯兰协会（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ａ）和伊斯兰青年联盟

（Ｗａｈｄａｔ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ａｌ⁃Ｉｓｌａｍ）两个信奉萨拉菲主义（Ｓａｌａｆｉｓｍ）的组织秘密合并而

成。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伊斯兰联盟”在传播萨拉菲主义的同时，积极利用萨

拉菲主义进行政治动员。 １９９０ 年底，巴雷政权的倒台为“伊斯兰联盟”实现其政治理

念提供了机遇。 但在 １９９２ 年与军阀的混战中，“伊斯兰联盟”不仅丧失了在索马里

西北地区的根据地，而且在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也遭遇溃败。② 军事行动的失败凸

显了萨拉菲主义在领导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这促使“伊斯兰联盟”开始接纳“圣战”思
想。 至此，“伊斯兰联盟”蜕变成为一支伊斯兰极端组织，并走上了“圣战”的道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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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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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识形态而言，萨拉菲主义与“圣战”思想的融合，增强了“伊斯兰联盟”的意

识形态动员能力。 “伊斯兰联盟”作为索马里萨拉菲派中唯一公开采取极端行动的

组织，明确提出将萨拉菲主义和“圣战”思想作为其意识形态，旨在建立一个“大索马

里伊斯兰国家”。 为此，“伊斯兰联盟”力图恢复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司法系统以

取代现代法律体系；在文化方面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

识形态，不接受资本主义，也拒绝共产主义；在武装建设方面则试图建立一支强大的

伊斯兰军队，并对异教徒发动“圣战”以实现伊斯兰教复兴。① “伊斯兰联盟”通过引

入“圣战”思想赋予萨拉菲主义以更强的革命性和暴力性，并使“圣战”成为其实现战

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在支持居住在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反抗埃塞俄比亚的过程

中，“伊斯兰联盟”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进行歪曲解释，将两国之间的跨界民族

问题“圣战化”，并将其针对埃塞俄比亚的暴力恐怖活动解释为从基督徒的压迫中解

放受到威胁的穆斯林。②

就组织活动而言，国际极端势力对“伊斯兰联盟”的资金和培训等支持，丰富了

“伊斯兰联盟”进行暴力袭击的手段和方式。 在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索马里退伍军

人的利诱下，“伊斯兰联盟”开始诉诸暴力“圣战”。③ 在 １９９２ 年控制索马里东北部

后，“伊斯兰联盟”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训练营为蓝本，在距博萨索（Ｂｏｓｓａｓｏ）以西

２０ 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基地。 １９９３ 年，“基地”组织曾派遣 ４ 名训练官员前往索马里

训练“伊斯兰联盟”的成员。④ 在“基地”组织的支持下，“伊斯兰联盟”的武装力量曾

一度达到 １，０００ 人以上，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随后，“伊斯兰联盟”将活动范围扩张

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等国，并通过制造爆炸、枪击和绑架等事件制造恐怖

氛围（见表 １）。

表 １　 “伊斯兰联盟”的主要袭击事件一览（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

年份 事 件 伤亡情况

１９９２ 在索马里的博萨索杀害一名女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医生 １ 人死亡，０ 人受伤

１９９２ 袭击位于索马里马尔卡市的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办公室 ０ 伤亡

１９９３ 对在索马里执行“恢复希望”行动的美国士兵发动袭击 １８ 人死亡

１９９５ 对埃塞俄比亚尔达瓦市的一个市场发动手榴弹袭击 １５ 人死亡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ｔｔ Ｂｒｙｄｅｎ， “Ｎｏ Ｑｕｉｃｋ Ｆｉｘｅ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ｐｐ． ２９－３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ｐ． ８．
Ｉｂｉｄ．， ｐ． ４．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Ｓｈａｂａａｂ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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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事 件 伤亡情况

１９９６ 对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酒店发动炸弹袭击 ６ 人死亡，２０ 人受伤

１９９６ 对埃塞俄比亚尔达瓦的酒店发动炸弹袭击 １ 人死亡，３ 人受伤

１９９６ 企图暗杀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部长 ０ 伤亡

１９９６ 对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酒店发动炸弹袭击 ２ 人死亡，１１ 人受伤

资料 来 源： Ｍａｔｔ Ｂｒｙｄｅｎ， “ Ｎｏ Ｑｕｉｃｋ Ｆｉｘｅ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１－３２．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和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埃塞俄比亚军队先后两次对“伊斯兰联盟”总部进

行越境军事打击，遭受重创的“伊斯兰联盟”沦落为一个松散的组织。 随后，“伊斯兰

联盟”最高军事指挥官哈桑·达希尔·阿威斯（Ｈａｓｓａｎ Ｄａｈｉｒ Ａｗｅｙｓ）宣布该组织将

向政党组织过渡，标志着该组织进入衰弱阶段。① 此后，虽然作为实体组织的“伊斯

兰联盟”不复存在，但其极端主义思想对后续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尤其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极端分子成为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介质，
他们通过依附其他组织或另立组织继续发动暴力袭击，成为孕育索马里伊斯兰极端

组织的重要载体。②

（二）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转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索马里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国际和地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四

处逃散。 一些极端分子选择暂时融入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法院联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Ｕｎｉｏｎ）中，但他们在思想理念、战略目标和行动方式等方面仍然保持着一致性，这为

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条件。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伊斯兰法院联盟”夺回对索

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控制权，但立即遭遇到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干预。 在此背景下，
极端分子选择脱离“伊斯兰法院联盟”，重新组建独立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青年

党”，标志着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从“伊斯兰联盟”到“青年党”的转型升级。
在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联盟”的极端主义思想被“青年党”吸收和改造，成为

“青年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支信奉萨拉菲主义的伊斯兰极端反政

府武装，“青年党”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索马里过渡全国政府（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推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一个“大索马里伊斯兰酋长国”，并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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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ｅｄｈａｎｅ Ｔａｄｅｓｓｅ， Ａｌ⁃Ｉｔｔｉｈａ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Ｍｅａ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２００２， ｐｐ． ９０－９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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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哈里发政权。 具体而言，“青年党”的短期目标是将索马里境内的

外国军队全部驱逐出境，并“净化”国内受非伊斯兰思想影响的“世俗化地区”；中期

目标是暴力推翻索马里过渡政府，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政权；长期目标是团结世界

穆斯林，构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① 不难看出，“青年党”的短期和中期目

标与“伊斯兰联盟”一脉相承，而在长期目标上则深受“基地”组织开展全球“圣战”
理念的影响，“青年党”也因此更具国际性。

在人员构成方面，本土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境外极端分子的联合，构成了“青年

党”的骨干成员。 从领导层人员构成上看，“青年党”委员会共有 ８５ 名成员，分别由

４２ 名索马里人和 ４３ 名境外极端分子构成。② 作为“青年党”领导层的重要组成部

分，境外极端分子不断向“青年党”成员灌输“圣战”思想，试图引导“青年党”从一个

伊斯兰极端组织向区域性恐怖组织转变。③ “青年党”的武装人员也由本土极端分子

和境外极端分子共同构成，其中境外极端分子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也
门、苏丹、沙特阿拉伯甚至西方国家，他们的到来为“青年党”带来了丰富的作战经

验，推动了“青年党”袭击战术的升级。
在袭击战术方面，“基地”组织的袭击战术和战场经验提升了“青年党”发动暴力

活动的能力。 “青年党”成立后已具备与反恐力量进行周旋的武装能力，但发动大规

模恐怖袭击的战术和技术仍然依赖于少数外国武装分子。 随着“青年党”向“基地”
组织的靠拢，“基地”组织为“青年党”成员提供了制造炸弹、远程控制爆炸、自杀式爆

炸装置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了“青年党”的袭击能力，尤其是对自杀式爆炸袭击

的熟练运用，提升了“青年党”灵活袭击的能力。 在过去，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很

少使用自杀式炸弹进行袭击，因为这与索马里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对“青年党”而言，
这类袭击则成为其向临时政府和国际社会施压的常规手段，④从中也足见“基地”组
织等域外极端组织对“青年党”的影响。 此外，“青年党”还把袭击目标由政府官员和

外国武装人员扩展至游客、记者、援助人员等平民。⑤ “青年党”针对无辜平民发动袭

击的行径增强了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暴力性和破坏性，这也与“基地”组织的影

响密切相关。

（三）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矛盾对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埃塞俄比亚军队从索马里撤离后，将该国的控制权重新交还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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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第 ７９ 页。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ｉｎｎ， “Ａｌ Ｓｈａｂａａｂ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 ２０９．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Ｓｏｌｏｍｏｎ，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Ａｌ Ｓｈａｂａａｂ： Ｃｌａｎｓ ｖ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 ３６０．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ｉｎｎ， “Ａｌ Ｓｈａｂａａｂ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 ２０８．
严帅：《索马里青年党发展动向》，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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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政府以推动国家重建，但在国家重建的方案中并未体现哈桑·达希尔·阿威斯所

在部族的利益。 阿威斯在得知重新掌控“青年党”无望后，重新组建了另外一个伊斯

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党”。① 起初，“伊斯兰党”与“青年党”就联合对索马里过渡

政府展开攻势达成了合作共识，并且双方同意对基斯马尤港（Ｋｉｓｍａｙｏ）进行共同控

制，二者每六个月轮换一次。② 但由于双方在斗争对象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二者关系

龃龉不断。
在斗争对象方面，“伊斯兰党”主张以过渡政权为斗争目标，并不热衷于进行全

球性“圣战”。 由于深受“伊斯兰联盟”的影响，“伊斯兰党”同样致力于以“圣战”的

方式实现建立由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但其攻击的目标主要是过渡

政府。③ 正如“伊斯兰党”领导人谢赫奥马尔·伊玛尼·阿布巴卡尔（Ｓｈｅｉｋｈ Ｏｍａｒ

Ｉｍａｎ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所言：“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Ｓｈｅｉｋｈ Ｓｈａｒｉｆ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ｈｍｅｄ）领导

的所谓政府与前任过渡政府总统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Ｙｕｓｕｆ
Ａｈｍｅｄ）领导的政府没有区别。 这个国家没有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没有强制执行

伊斯兰教法律，怎能放弃‘圣战’呢？”④但是，由于“伊斯兰党”的大多数成员都来自

领导人阿威斯所属的豪巴尔－吉迪尔（Ｈａｂａｒ Ｇｉｄｉｒ）部族，出于保护部族利益的目的，

“伊斯兰党”拒绝对周边国家发动恐怖袭击，更无意建立“塔利班式”的政权。⑤ 因

此，也就不难解释“伊斯兰党”在使用自杀式袭击、建立全球“哈里发国家”等问题上

与“青年党”持不同看法的原因。⑥

最终，“伊斯兰党”与“青年党”走上了相互对抗的道路。 “青年党”通过对“伊斯

兰党”进行军事打击和拉拢其属下的民兵组织，不断压缩“伊斯兰党”的生存空间。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党”不得不向索马里中部转移以建立新的战略据点。⑦ ２０１３
年，“伊斯兰党”宣布放弃通过暴力夺权，并希望与索马里过渡政府进行谈判。 此后，

在索马里再也没有出现能够与“青年党”相抗衡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ｐ． ９．
ＩＲ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ｏｎ ａ ‘Ｗａｒ Ｆｏ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Ｋｉｓｍａｙ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ｏｒｍｅｒｌｙ ＩＲＩＮ

Ｎｅｗｓ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ｎｅｗ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８６３３８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ｒ⁃
ｆｏｏｔｉｎｇ⁃ｋｉｓｍａｙｏ，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ｐ． １０．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ｏｒａｄａｍ，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ｏｎ Ｈｉｚｂ 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ｓ．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ｔｈｒｅａｔ⁃ａ⁃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ｏｎ⁃ｈｉｚｂ⁃ａｌ⁃ｉｓｌａ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Ｈｉｚｂｕｌ Ｉｓｌａｍ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ｓ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Ｓａｙｓ ‘ Ａｌ Ｓｈａｂａａｂ Ｉ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Ｇａｒｏｗ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２０９２６１１４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樊小红：《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初探》，第 ３９ 页。
Ｂｉｌｉ Ｒｏｇｇｉｏ， “Ｈｉｚｂｕｌ Ｉｓｌａｍ Ｊｏｉｎｓ Ｓｈａｂａａｂ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ｏｎｇ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０ ／ １２ ／ ｈｉｚｂｕｌ＿ｉｓｌａｍ＿ｊｏｉｎｓ＿ｓ．ｐｈｐ，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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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影响

作为索马里乃至非洲之角面临的最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索马里伊斯兰

极端组织在转型和对抗的同时，不仅成为索马里和平重建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沟壑，
而且深刻影响着非洲之角的国际关系。

（一） 对索马里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的严重负面影响

第一，阻碍索马里国家和平进程的实现。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与世俗政权在

国家建构和整合方面存在本质性的矛盾。 它们虽致力于实现索马里的统一，但却以

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和实现“大索马里”的统一为基本前提，而索马里过渡政府则试

图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将西方代议制政府的模式移植到索马里。 因此，索马里伊斯

兰极端组织将历届索马里世俗政权视为西方的傀儡，并试图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现

行秩序。
从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索马里先后建立了 １４ 个过渡政府，这与索马里伊斯兰

极端组织的长期反政府斗争不无关系。① １９９３ 年，“伊斯兰联盟”对联合国旨在恢复

索马里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进行抵制，并在一次袭击中造成 １８ 名美国士兵丧生。② “伊斯兰联盟”长期

奉行强硬的极端排外政策致使“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一波三折，最终以失败告终。
２００８ 年，索马里过渡政府与“再解放索马里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等反政府武装组织签署《吉布提协议》（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但“青年党”拒
绝承认该协议的合法性，并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推翻索马里过渡政府。③ 此外，“伊
斯兰党”也提出了两个停止与过渡政府对抗的条件：一是要求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索

马里国家重建的基础，二是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离索马里。 尽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索

马里过渡政府决定在索马里实施伊斯兰教法，但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其所颁布

的伊斯兰教法流于形式，并不具有约束力。④ 由此不难看出，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

织主张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重建国家的强硬态度使得索马里的和平进程步履

蹒跚。
第二，冲击本就脆弱的社会经济秩序。 据统计，２０１５ 年索马里人均国民收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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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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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ｉｅ Ｃｏｈ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ａｖｅｎｓ：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ｈａｖｅｎｓ⁃ｓｏｍａｌｉ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Ａｎｄｒｅ Ｌｅ Ｓａｇｅ， “Ａｌ Ｉｔｉｈａｄ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８９， ２００１， ｐ． ４７２．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第 ８５ 页。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ｆｉｅ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０９０４１８０００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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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９４ 美元，远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３３８３ 美元的平均值。① 究其原因，索马

里经济发展的落后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制造的暴力冲突密切相关。 一方面，伊斯兰极

端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活动不仅破坏了索马里的基础设施，而且造成大量人员和财

产损失，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索马里经济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索马里过渡政府

将更多资金用于打击极端组织，使政府财政更加捉襟见肘，无力发展经济。 据统计，
索马里过渡政府用于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经费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３０％。② 与此同时，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导致索马里社会积贫积弱。 根据和平基金

会（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脆弱国家指数》（２０１８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ｅｘ），
索马里在全球最不稳定国家排名中位列第 ２ 位。③ 由此可见，索马里未来的经济社

会建设仍难以走上正轨。
第三，激化索马里内部的教派矛盾。 历史上索马里国内各教派之间的矛盾并不

突出，其中迅速实现本土化的苏非派长期占据索马里宗教话语权的主导地位。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受外部伊斯兰主义思潮渗透的影响，索马里国内的萨拉菲主义不断上

升并逐渐出现异化的趋势，进而滑向了宗教极端主义。⑤ “伊斯兰联盟”成立后，致力

于推动宗教“同质化”，谴责苏非派精神修行的做法严重偏离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
主张通过暴力对其进行“净化”。 此后信奉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均继承了“伊斯兰

联盟”的这一理念，频繁对苏非派进行打压，主要表现为与苏非派武装集团“先知的

信徒”（Ａｈｌｕ Ｓｕｎｎａ Ｗａｌ Ｊａｍａｓ）的斗争。 据统计，“青年党”与“先知的信徒”武装集

团共爆发 １１６ 次武装冲突，“伊斯兰党”也与其产生 ６ 次正面冲突。⑥ 在此过程中，苏
非派同样采取与萨拉菲派类似的极端化斗争策略，进一步加剧了索马里境内伊斯兰

教派的分化与对立。⑦

（二） 严重威胁非洲之角的地区安全

第一，成为周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随着“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的深度融合，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异化和操控“泛索马里主义”以实现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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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１１．

ＦＦＰ， ２０１８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１８， ｐｐ． ６－７．
Ａｎｇｅｌ Ｒａｂａｓ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 ２９．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极端化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８ 年

第 ４ 期，第 ５０ 页。
本分析的数据来源是武装冲突定位与事件数据项目（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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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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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主要表现形式便是对邻近国家发动恐怖袭击。① “伊斯兰联盟”为了在欧加登

地区拓展生存空间和获得当地索马里武装组织的支持，频繁对埃塞俄比亚发动恐怖

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青年党”则把参与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周边国家列入报复

名单。 自 ２００６ 年成立至 ２０１８ 年，“青年党”共对周边国家发动了 ２６８ 次报复性袭击，
共 １，０４４ 人在袭击中丧生，其中“青年党”对肯尼亚的恐怖袭击最为频繁，约占袭击

总数的 ９５％。②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青年党”分别对肯尼亚旅游胜地拉穆（Ｌａｍｕ）地
区和加里萨大学（Ｇａｒｉｓｓ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发动恐怖袭击，造成 ８９ 名平民和 １４８ 名学生死

亡。 由此可见，“青年党”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不仅威胁肯尼亚的安全，而且对该国的

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 此外，“青年党”的暴力袭击对象还包括埃塞俄比亚、乌
干达、肯尼亚和吉布提等国。

第二，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东非地区，个别国家通过支持索马里伊斯

兰极端组织以抗衡其他国家，导致该地区国家间关系日趋复杂和恶化。③ 例如，２０１１
年联合国的多份报告谴责厄立特里亚政府在国内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同时，却对

非洲之角地区其他国家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青年党”和“伊斯兰党”）提供资

金援助和军事培训。④ 但是，厄立特里亚一直否认向“青年党”提供武器装备，并指责

埃塞俄比亚的地区扩张主义政策才是“青年党”崛起的直接诱因，以此回击埃塞俄比

亚强占厄立特里亚领土的非法行为。⑤ 由此可见，地区力量围绕索马里伊斯兰极端

组织相互攻讦，只会激化各方的不满情绪，并最终导致地区国际关系日趋紧张。⑥ 在

此背景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现实逻辑在非洲之角不断固化。
第三，地区反恐形势日趋严峻。 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下，索

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演变为全球恐怖主义动荡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与全球

恐怖组织的互动过程中，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不断把重建“伊斯兰国家”的目标置

于全球“圣战”的叙事结构中，以此获取外部极端组织的支持。 目前，索马里伊斯兰

极端组织不仅与全球性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人员训练和资金流动方面联系密切，
而且与周边区域性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形成了初步合作。⑦ 在此背景下，非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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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的数据来源是武装冲突定位与事件数据项目（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ｌｉｏｎａｄｈ Ｒａｌｅｉｇｈ ｅｔ ａｌ．，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ＣＬＥＤ⁃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ｐｐ． ６５１－６６０．

Ａｌｅｘｉｕｓ Ａｍｔａｉｋａ ａｎｄ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ｈｍｅｄ， “ Ｉｓ ｔｈｅ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Ｖｉｃｔｉｍ ｏｒ 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５７．

Ｉｂｉｄ．， ｐ． ５３．
肖玉华、刘鸿武：《非洲之角安全困局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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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反恐行动可能会造成整个恐怖主义体系的共振，进一步恶化地区安全局势。

四、 结　 语

前文梳理了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产生原因、发展历程和主要影响，重点考

察了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 本文认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在索马里

的出现是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在索马里伊斯

兰极端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极端组织之间会因意识形态的趋同迅速联合，但
也会出于现实利益矛盾走向对立。 面对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国际社会和

地区力量均试图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遏制其发展和蔓延。 从效果来看，尽管这些措

施能够在短期内遏制索马里极端组织迅猛的发展势头，甚至摧毁其组织实体，但新

的组织很快又迅速蹿起。 其中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多重“包装”获得活力。 索马

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不仅引入了“圣战”理念，而且杂糅了民族主义诉求，这使其能够

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灵活切换，以此获得国际极端组织和地区民众的支持，尤
其在某一伊斯兰极端组织“灭亡”后，新的组织能够迅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重生”。

第二，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提升管理能力捕获人心。 索马里伊斯兰极端

组织在通过暴力袭击推翻现有秩序的同时，它们也在不断提升在其控制区域内的统

治能力，甚至代替当地政府提供部分社会公共产品，这使得一些对索马里过渡政府

产生“怨恨”的民众更加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极端组织。
第三，各方力量在打击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过程中相互掣肘。 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通过空袭和向过渡政府提供资金等方式打击极端组织；非洲联盟通过向

索马里派驻联军收复极端组织占领的区域，挤压其生存空间；索马里过渡政府则通

过重组索马里国民军向极端组织施压。 虽然各方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非洲联

盟与西方国家在军费分担问题上意见不一，而索马里过渡政府与非洲联盟之间又存

在信任危机。 因此，各方在打击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方面难以形成合力。
鉴于此，除了继续加强各方打击索马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协同作战能力外，有

关方面更应该关注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内外联系，加强对组织之间成员往来的监

控和拦截，以切断极端主义思想和人员的输入与输出，更为重要的是索马里应提升

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治理能力。 只有国家不断通过经济发展改善民

生，并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才能减少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从而避免伊斯兰极端组织

获得动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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